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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 ５７４ 个农民工家庭的数据对其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和返乡具体定居地选择进行估

计， 发现：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历过拆迁 ３ 个变量与家庭返乡定居选择之

间显著负相关， 而对家庭未来评价则正向显著影响家庭返乡定居的选择。 进一步地， 使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有返乡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定居地选择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与回户口所在

地村居定居相比较， 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和主事者年龄越大的家庭， 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

居； 而社会资本越多和对家庭历史自评等级越高的农民工家庭， 则越期望在县城以上城市

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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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流动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 其中大部分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从

事非农业生产劳动。 ２０１３ 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２􀆰 ６９ 亿人。 作为中国

产业工人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随着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

逐步适应， 他们会面临着是否返乡， 以及返乡后重新定居的抉择。 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

设， 因此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的研究， 显得更为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相当一部分

农民工家庭在打工所在地城市定居下来， 另外也有一部分家庭回到户口所在地的城市中定居， 在这个

过程中转化为城市人口［１］。 农民工群体这种从最初的劳动力迁移逐步深化为迁徙式的形态， 具有着

隐性人口城镇化的表征［２］。 “十二五” 规划提出， 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

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３］。 因此， 从大局上看， 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一方面对其家庭长远

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二、 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其综合了经济学、 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

识。 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 只要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

水平， 城市现代部门就会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４］。 而托达罗模型从 “成本—收益” 视角对

农民工居留决策进行了解释， 认为如果在城市的预期收入与就业概率之乘积， 减去外出务工的成本后

有剩余， 农民工才会进城市务工， 如果没有剩余， 则不会流入城市务工， 已经流入城市的则回流到农

村［５］。 同时， 根据 “推—拉” 理论， 农民工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农村， 都是农村和城市推力与拉力二

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农民工家庭无论返乡还是留城， 其本质上都属于劳动力流动结果的问题， 与产生流动原因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 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缺少类似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那样严谨而深刻的理论模型。 就目

前来说， 大多数文献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 “推—拉” 理论的基础之上。 比如李强就通过应用

“推—拉” 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户籍制度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

素［６］。 费喜敏、 王成军同样运用 “推—拉” 理论分析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 他们

发现，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年轻程度与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意愿成正相关关系； 外地人子女入学越受歧

视和老家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 越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７］。 任远等人则使用上海市的数据测算外

来人口 （其中包括农民工） 中有 １０％ －１５％的比例会在上海长期居留［８］。 同样， 很多学者也都利用

实际调查的数据并进行基本统计分析［９ － １０］。
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 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居留的意愿的原因进行归纳：

首先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 主要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 有文献发现农民工的受

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 ［１１］， 而有的文献则对这个结论持反对意见［１２］。 由此可知， 农民工

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尚有讨论的空间。 其次为流动特征， 主要包括流入时间、 流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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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出地类型。 农民工留在城市安家的意愿强度和其进城务工的时间成正比［１３］。 而如果其外出务工

的地点范围越大， 那么其在城市中安家的可能性越低［１４］。 最后为社会融合因素。 悦中山等对农民工

的社会融合和发展意愿进行了研究， 发现文化融合、 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发展

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１５］。 李树茁等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 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有文化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参与、 心理融合、 个人特征和

流动特征［１６］。
但是， 在何处定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重大决策， 而大部分文献是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出发， 分析农

民工个体定居的意愿。 另外， 大部分农民工工作的所在城市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生活成本较高，
从客观上看， 很少农民工家庭能够在其打工地稳定安家， 更多的是选择回到生活成本较低、 生活环境

较为熟悉的户口所在地定居。
因此， 随着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 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适应， 他们会选择在打工地定居， 还

是回到户口所在地安家， 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决策？ 进一步， 如果回到户口所在地， 他们是在经济较

为发达的城镇还是回到农村？ 哪些因素影响其定居地选择？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对农村人

口的城镇化问题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可以更积极地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从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 家庭主事者个人特征、 家庭自我评价

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中选取 １１ 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使用 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探讨影响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的

因素， 进而使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其返乡定居地的选择。

三、 数据和样本描述

１． 数据说明

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７ － ８ 月暑假期间课题组在北京、 上海、 重庆、 西安、 武汉、 济南、 广州、 深圳、 东

莞以及江苏昆山十地的农民工聚集地进行调查获得本研究所需的数据。 选择上述地区作为样本调研地

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 上述直辖市和省会是国家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 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有着

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 广东的三个城市以及江苏昆山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 对其进行调查取样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 调查以上述地区常住农民工家庭 （即在流入地居住至少超过 ８ 个月以上的农民工

家庭） 为调研对象， 不包括已经完成户籍迁移的进城务工人员家庭。 在进行数据收集时， 我们将农

民工家庭定义为有两个以及两个以上家庭主要成员在同一打工地点共同生活的家庭。 “在东方国家的

本源型传统中， 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 中国是家户制， 家户是财产分配和继承单位［１７］。” 因

此， 使用该数据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农民工家庭回家乡定居意愿的差异问题。
在抽样设计中， 为了提高样本对东、 中、 西部地区具有独立的代表性， 调查设计将三个地区按照

等额的比例分配。 但由于东、 中、 西部地区差异很大， 各区域间农民工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

考虑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农民工群体聚集的主要区域， 为了提高样本对上述两个地区的代表性精

度， 我们对其进行了补充抽样。 最终， 这 １０ 个城市共同构成本研究中全国代表性样本。 调查采用入

户调查方式抽样进行。 我们以前一年各市辖区 （江苏昆山和广东东莞均无市辖区， 我们以其所辖镇

和街道办作为抽样代理） 的常住人口规模为抽样的依据。 对被抽中的市辖区， 按照抽中市辖区的人

均 ＧＤＰ 进行降序排列。 然后， 在每个市辖区内将所有居委会按照非户籍 （外来） 人口比例进行降序

排列， 由此获得每个市辖区的居委会抽样框列表， 进而依据外来人口规模进行系统抽样。 对所有居委

会样本， 我们采用地图地址法建立末端抽样框。 所获得的抽样框为居委会行政区划中 （排除了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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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地址以及当地居民住宅区后） 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驻在的居住地址列表， 并且按照随机起点的循

环等距抽样方式， 抽取一个固定大小的样本农民工家庭户地址。 对于一址多户的特殊情形， 我们在制

作末端抽样框时已尽量有效筛选。 调查中发放问卷 ２０００ 份， 回收 １６９６ 份， 问卷的回收率为 ８４􀆰 ８％ 。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剔除掉非户主回答的问卷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本研究最终使用的样本总

量为 ５７４ 个农民工家庭。
为了保证问卷的结构效度和信度， 我们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多方征求了经济学、 人口学、 社会学等

领域专家们的意见， 并且随机选取了 １００ 个家庭进行了试测。 在试测基础上， 为了确保调查的有效

性， 我们结合调查目的， 对问卷进行小范围的调整， 使得问卷更容易被调查对象所了解。 试测后， 我

们检验获得试测问卷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值为 ０􀆰 ８２３， 正式施测问卷信度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Ａｌｐｈａ 值则为 ０􀆰 ８７６， 达到统计学上的要求。 正式问卷 ＫＭＯ 统计量为 ０􀆰 ８４３， 巴特利特球度检验近似

卡方值为 ６６３１􀆰 ５２８， 均在 ０􀆰 ００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因此， 可以说明问卷具有比较良好的结构

效度。
２． 变量选取及其赋值

（１） 被解释变量。 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变量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为了使受访者更清楚

问题的指向， 我们在问卷中使用 “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 选项来获得受

访者家庭回家乡定居意愿的信息。 与返乡定居相对应的是在打工地安家。 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有跨省

流动、 跨市 （地区） 但不跨省流动、 市 （地区） 内流动等三大类型， 为了使数据分析上保持一致，
在保证数据真实反映受访者信息前提下， 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 根据表 １ 显示， 大部分农民工

家庭有返乡定居的意愿。

表 １　 变量赋值及描述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返乡定居意愿
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 （非常
可能 ＝ ５， 比较可能 ＝ ４， 不确定 ＝ ３， 比较不可能 ＝ ２，
非常不可能 ＝ １）

ｙ ３􀆰 ８２６ １􀆰 ２８９ １ ５

家庭收入水平 上一年度家庭的总收入的自然对数 ｘ１ ０􀆰 ８９０ １􀆰 ０７８ － ３􀆰 ５０７ ４􀆰 ３８２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实际人口数量 ｘ２ ４􀆰 ０８７ １􀆰 ６８５ １ １１
家庭耕地规模 实际面积 （亩） ｘ３ ３􀆰 ９１２ ９􀆰 ４０３ ０ １６０
家庭社会资本 年礼品礼金支出占比与主事者是否党员的综合指数 ｘ４ ２􀆰 ６６４ １􀆰 １５５ １ ５
家庭主事者性别 男 ＝ １， 女 ＝ ０ ｘ５ ０􀆰 ７９６ ０􀆰 ４０３ ０ １
家庭主事者年龄 实际年龄 ｘ６ ５１􀆰 ３２２ １２􀆰 ６６０ １８ ８６
主事者婚姻状况 非单身 ＝ １， 单身 ＝ ０ ｘ７ ０􀆰 ８８２ ０􀆰 ３２３ ０ １

对家庭历史评价
被访者认为家里 ５ 年前在哪个等级上 （共分 １０ 个等级，
最高 ＝ １０， 最低 ＝ １） ｘ８ ３􀆰 ０１７ １􀆰 ７１７ １ ９

对家庭未来评价
被访者认为家里 ５ 年后在哪个等级上 （共分 １０ 个等级，
最高 ＝ １０， 最低 ＝ １） ｘ９ ４􀆰 ９６９ ２􀆰 ０８０ １ １０

回乡频度 平均每年回户主户口所在地的次数 ｘ１０ ２􀆰 ７９７ ５􀆰 ２７０ ０ ５０
是否经历拆迁 户主户籍所在地的家是否经历过拆迁， 是 ＝ １， 否 ＝ ０ ｘ１１ ０􀆰 ０２４ ０􀆰 １５４ ０ １

（２） 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 农民工家庭资源禀赋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 家庭收入水平、 家

庭人口规模、 家庭耕地规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 ４ 个变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收入水平是制约农民工家庭进行家庭定居决策的重要因素。 家庭

收入越高， 其在进行家庭定居决策时， 自由度越高， 受到的约束越小， 反之自由度越小， 受到的约束

越大。
劳动力资源是农民工家庭非常重要的资源， 家庭人口规模越大， 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越多， 家庭抵

·１７·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御住所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 其进行定居决策时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少。
在农村社会中， 来自耕地的收益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家庭耕地规模越大， 家庭移居到城镇的

机会成本越高， 其移居到城镇的可能性就越低。
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影响其返乡定居决策的问题， 我们构建一个农民工家庭社会资本指

数来展开研究。 我们通过对家庭主事者是否为党员， 以及家庭上一年度礼品礼金开支占家庭年度总开

支的比例两个方面建立指标并进行打分， 最后进行综合加总， 得到一个社会资本指数。 政治参与度指

标中， 如果家庭主事者为党员， 得 １ 分。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简单使用家庭开支金额作为计算

指标进行比较难以做到科学、 合理， 在本研究中， 社会关系指标使用家庭礼品礼金的年度支出占家庭

年度总开支的比例进行衡量。 本研究根据调查样本农民工家庭的年度礼品礼金支出占家庭年度总开支

的比例的 １ ／ ４ 位数、 １ ／ ２ 位数以及 ３ ／ ４ 位数来划分该项支出的层次， 分别赋分 ２， ３， ４， ５ 分。 最后，
将家庭的上述两项指标得分进行加总， 得到了每个家庭的社会资本指标的得分情况， 在 ２ － ６ 之间。
而在全部样本的社会资本指数平均值为 ３􀆰 ５９２ 分。

（３） 农民工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 在本研究中， 使用家庭主事者的个人信息代替大部分文献使

用的户主个人信息， 以期更准确反映农民工家庭的客观情况。 在问卷中， 家庭主事者的定义为清楚家

庭整个经济状况且在家庭大事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人。 在农民工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方面， 主要选取了

３ 个变量进行研究， 包括家庭主事者的性别、 年龄和婚姻状况。 其中性别和年龄可以较好地拟合农民

工家庭主事者的风险偏好。 一般而言， 男性的风险偏好倾向强于女性， 也更能适应家庭的变迁； 而年

纪越大的家庭主事者更趋于保守， 不愿意冒险， 同时受思乡动机的影响， 更不愿意移居。 在婚姻变量

上， 为了更加简单清晰地比较家庭主事者有无生活伴侣对其家庭返乡定居决策的影响差异， 本研究对

家庭主事者婚姻状况这个虚拟变量进行了处理， 我们将离异、 丧偶以及从未结婚划分为 “单身”， 将

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合并为 “非单身” 选项。
（４） 家庭自我评价。 家庭自我评价是一种带有浓厚情感体验的自我认识活动。 在本研究中指一

个家庭对自己所处的地位、 与其他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认识和评价。 家庭自我评价包括对家庭历史评价

和对家庭未来评价两个变量。 家庭历史评价越高， 自信度越高， 其对家庭迁居的态度可能更积极。 而

对家庭未来评价越高的农民工家庭， 则反映出其对家庭自我未来的期许， 可能更渴望改善家庭的居住

条件和环境。 为了使受访者更自如地进行家庭自我评价， 我们将评价等级分为 １０ 个等级， 最高为

１０， 最低为 １， 由受访者凭主观对自己家庭在社会中的等级进行选择。
（５） 其他控制变量。 回乡频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访者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决策， 回乡频度

越大， 表明其与家乡的联系越频繁， 可能更倾向于回家乡定居。 另外，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在部

分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也涉及拆迁问题。 拆迁意味着家庭住所需要重建。 在获得补偿的同时也将会面

临着重新选择家庭定居地的问题。

四、 返乡定居意愿估计与结果分析

１． 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估计

对于本研究的农民工家庭未来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的可能性来说， 被访者持 ５ 种观点：
非常可能， 比较可能， 不确定， 比较不可能， 非常不可能。 从返乡定居的意愿来看， 这 ５ 种观点存在

递减的有序关系。 从模型设定来说， 使用有序响应模型比使用普通的多项式模型或二值响应模型能够

更充分地利用数据中的信息［１８］。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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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伍德里奇 （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 的计量经济学教材［１９］， 关于 ｙ 的有序响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可以从潜变量

模型中推导出来。 假定潜变量 ｙ∗ 是由下式决定：
ｙ∗ ＝ Ｘβ ＋ ε （１）

　 　 在 （１） 式中， ｙ 为因变量， 在 ｛５， ４， ３， ２， １｝ 上取值； Ｘ 为表 １ 中所列的表示农民工家庭资

源禀赋、 家庭主事者个人特征、 家庭自我评价和其他控制变量； β 为 Ｘ 的系数， 是待估计参数； ε 表示

残差项， ε 对变量 Ｘ 的条件分布假设为标准正态分布， 即 ε ｜ Ｘ ～ Ｎｏｒｍａｌ （０， １）。
设 α１ ＜ α２ ＜ α３ ＜ α４ 为阈值， 并有：

ｙ ＝ １， 如果 ｙ∗≤α１

ｙ ＝ ２，如果 α１ ≤ ｙ∗ ≤ α２

ｙ ＝ ３，如果 α２ ≤ ｙ∗ ≤ α３

ｙ ＝ ４，如果 α３ ≤ ｙ∗ ≤ α４

ｙ ＝ ５，如果 ｙ∗ ≥ α４

那么通过下面的式子就可以计算出 ｙ 对 Ｘ 的条件概率：
ｐｒ（ｙ ＝ １ ｜ Ｘ） ＝ ｐｒ（ｙ∗ ≤ α１ ｜ Ｘ） ＝ ｐｒ（Ｘβ ＋ ε ≤ α１ ｜ Ｘ） ＝ Ø（α１ － Ｘβ）

ｐｒ（ｙ ＝ ２ ｜ Ｘ） ＝ ｐｒ（α１ ≤ ｙ∗ ≤ α２ ｜ Ｘ） ＝ Ø（α２ － Ｘβ） － Ø（α１ － Ｘβ）

ｐｒ（ｙ ＝ ３ ｜ Ｘ） ＝ ｐｒ（α２ ≤ ｙ∗ ≤ α３ ｜ Ｘ） ＝ Ø（α３ － Ｘβ） － Ø（α２ － Ｘβ）

ｐｒ（ｙ ＝ ４ ｜ Ｘ） ＝ ｐｒ（α３ ≤ ｙ∗ ≤ α４ ｜ Ｘ） ＝ Ø（α４ － Ｘβ） － Ø（α３ － Ｘβ）

ｐｒ（ｙ ＝ ５ ｜ Ｘ） ＝ ｐｒ（ｙ∗ ≥ α４ ｜ Ｘ） ＝ １ － Ø（α４ － Ｘβ） （２）
系数 β 和阈值 α１ 、 α２ 、 α３ 和 α４ 可以使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出来。 对于系数 β， 可以使用通常的 ｔ

检验来检验其显著性水平。
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２􀆰 ０ 软件的 ｏ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系数 标准误 ｚ 值
ｘ１ －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４３４ － ０􀆰 １７
ｘ２ － ０􀆰 ０４８３∗ ０􀆰 ０２７７ － １􀆰 ７４
ｘ３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６２ １􀆰 ４４
ｘ４ － ０􀆰 ０９５５∗∗ ０􀆰 ０４１４ － ２􀆰 ３０
ｘ５ － ０􀆰 ０１１１ ０􀆰 １１７９ － ０􀆰 ０９
ｘ６ －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３７ － ０􀆰 ７３
ｘ７ － ０􀆰 １４５３ ０􀆰 １４８５ － ０􀆰 ９８
ｘ８ －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３１２ － １􀆰 ２０
ｘ９ ０􀆰 ０４５８∗ ０􀆰 ０２６０ １􀆰 ７６
ｘ１０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２ ０􀆰 ８７
ｘ１１ － ０􀆰 ６７３４∗∗ ０􀆰 ２９０３ － ２􀆰 ３２
Ｎ ５７４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７５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７８８􀆰 ５４３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１１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 ５％ 、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下同。

　 　 从表 ２ 中我们看到， 家庭人口规模

变量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影响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系数符号为

负。 这说明人口规模越大的农民工家庭

越不愿意返乡定居。 我们认为， 家庭人

口越多， 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家庭潜在

劳动力越多， 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内， 承受家庭转移所带来的风

险的能力越强。
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也对农民工家庭

的定居意愿有着负向的显著影响。 这表

明家庭社会资本越多的家庭越倾向于留

在打工地安家。 我们认为， 这可能是中

国传统的人情社会所致， 家庭社会资本

越多的农民工家庭， 其将这种特殊的家庭资源延伸到打工所在地的可能性越高， 也即是在打工地安家

时其能够获得外界的社会支持越多， 从而有效缓解其在打工地安家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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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２ 中， 对家庭未来评价显著正向影响着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的意愿。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农

民工有着农民的基本属性， 在其身上有着回乡光宗耀祖的朴素愿望， 对家庭未来评价越高， 意味着对

家庭未来的社会地位期望越高， 而这种对家庭社会地位的认可只有在老家熟悉的乡邻环境中才能

获得。
家庭是否经历过拆迁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定居的意愿。 这可能是因为发

生拆迁不但可以获得经济补偿， 同时也在客观上使得家庭住所必须重建， 降低其在打工地安家的机会

成本， 从而从两方面增大其在打工地安家的可能性。
２． 返乡定居地的选择

从表 １ 中我们发现， 大部分农民工家庭有返乡定居的意愿。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其返乡定居地的选

择，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 “如果有可能回到户主户口所在地家乡定居， 那么具体会选择家乡什么地

方” 这一选项， 并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将其依次赋以数值： 户口所在地上属地级市 （省会城市） ＝ ４，
户口所在地的县城 （县级市） ＝ ３， 户口所在地的乡镇 ＝ ２， 户口所在地的村居 ＝ １。 由于农民工家庭

的定居选择为多值选择， 且其相互排斥， 我们采用 ｍｌｏｇｉｔ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回归法， 以估计

各个自变量与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地选择的关系。
假设效用函数的误差项是独立分布的， 农民工家庭 ｉ 选择定居地 ｋ 的概率 ｐｒｏｂ（ｙｉ ＝ ｋ） 可以表

示为：

ｐｒｏｂ（ｙｉ ＝ ｋ） ＝
ｅｘｐ（αｋＸ ｉ ＋ βｋＤｉ ＋ χｋＰ ｉ ＋ δｋＱｉ）

∑４

ｍ ＝ １
ｅｘｐ（αｍＸ ｉ ＋ βｍＤｉ ＋ χｍＰ ｉ ＋ δｍＱｉ）

（３）

　 　 在 （３） 式中， 因变量 ｙｉ 是一个分类变量， 代表具体农民工家庭 ｉ对定居地 ｋ的选择。 Ｘ ｉ 为家庭资

源禀赋变量向量， Ｄｉ 为家庭主事者个人特征变量向量， Ｐ ｉ 为家庭自我评价变量向量， Ｑｉ 为其他控制变

量向量。
为了判断回归结果的可信性， 我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 根据 “无关选择的独立性” 假设， 为了

判断模型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我们使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检验对模型进行了检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检验的原假设为： 任意两种备选项选择概率的比值独立于任何其他备选项的存在性。 我们

发现所有 Ｈａｕｓｍａｎ⁃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检验统计量的 ｐ 值都很大， 而且大部分接近 １， 这说明了我们可以接受

原假设， 也即是我们使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农民工家庭特征变量、 主事者个人禀赋以及家庭自我评价影响

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选择行为的分析是合适的。
我们使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控制农民工家庭的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主事者个人禀赋以及家庭自我评价三

个方面， 以 “户口所在地的村居” 作为对照组， 分析了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选择的影响因素。
表 ３ 是利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选择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 在这一模型中， 不仅给出了

回归系数， 还给出了 “相对风险比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ｏｓ， ＲＲＲ， 即回归系数的指数）。
表 ３ 的回归结果显示： 首先， 收入水平对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家庭选择较大城市居住的影响为负，

且在统计上显著。 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 农民工家

庭成员由于长期流动外出务工， 城市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都对其覆盖有限， 实际保障能力不足，
未来家庭保障低， 加上在较大城市居住的生活成本较高， 无论是从家庭社会地位， 还是生活的舒适度

来看， 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工家庭， 在农村居住的性价比显然更高。 另外， 受农村传统文化影响， 收入

水平高的家庭只有回到最为熟悉的环境， 其社会地位才获得认可， 这也是希冀 “光宗耀祖” 心理的

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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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农民工返乡定居的选择

变量符号
乡镇定居 县城定居 地级以上城市定居

系数 相对风险比率 系数 相对风险比率 系数 相对风险比率

ｘ１ － ０􀆰 ０８７９ ０􀆰 ９１５８ － ０􀆰 １２９６ ０􀆰 ８７８５ － ０􀆰 ３８００∗∗ ０􀆰 ６８３８
ｘ２ ０􀆰 ０２４３ １􀆰 ０２４６ － ０􀆰 ０２８０ ０􀆰 ９７２４ － ０􀆰 １４４７ ０􀆰 ８６５３
ｘ３ ０􀆰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６６ １􀆰 ００６６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９９２３
ｘ４ － ０􀆰 ０１１６ ０􀆰 ９８８５ ０􀆰 ４７０６∗∗∗ １􀆰 ６０１０ ０􀆰 ７１７０∗∗∗ ２􀆰 ０４８４
ｘ５ － ０􀆰 ０２０４ ０􀆰 ９７９８ ０􀆰 ０４６６ １􀆰 ０４７７ － ０􀆰 ０１８６ ０􀆰 ９８１６
ｘ６ － ０􀆰 ００３０ ０􀆰 ９９７０ － ０􀆰 ０００２ ０􀆰 ９９９８ － ０􀆰 ０４１０∗∗ ０􀆰 ９５９９∗∗

ｘ７ － ０􀆰 ０１５４ ０􀆰 ９８４７ ０􀆰 １９５７ １􀆰 ２１６２ １􀆰 ３０６７ ３􀆰 ６９４１
ｘ８ ０􀆰 ０６１８ １􀆰 ０６３８ ０􀆰 ００６９ １􀆰 ００６９ ０􀆰 ２６９０∗ １􀆰 ３０８６
ｘ９ ０􀆰 ０３４３ １􀆰 ０３４９ － ０􀆰 ０４７１ ０􀆰 ９５４０ － ０􀆰 １１０１ ０􀆰 ８９５７
ｘ１０ － ０􀆰 ００２２ ０􀆰 ９９７８ ０􀆰 ００４５ １􀆰 ００４５ － ０􀆰 １００３ ０􀆰 ９０４６
ｘ１１ － ０􀆰 ３０５０ ０􀆰 ７３７１ － １３􀆰 ３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０ － １３􀆰 ２０４９ ０􀆰 ００００
常数 － ０􀆰 ９８４１ ０􀆰 ３７３８ － ２􀆰 ２６４９∗∗ ０􀆰 １０３８ － ２􀆰 ８１６３ ０􀆰 ０５９８
Ｎ ４６１
ＬＲ ｃｈｉ２ （３３） ４７􀆰 ７９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０􀆰 ０４６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４９１􀆰 ８３５

其次， 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家庭选择到县城以上城市定居的影响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有正向显

著影响。 社会资本较多的家庭选择到县城和地级市以上的大城市定居的概率分别为选择回农村老家定

居的 １􀆰 ６０１ 倍和 ２􀆰 ０４８ 倍。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关系在我们国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 家

庭社会资本越多， 其延展到城市的可能性就越大， 可以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就越多， 在进行社会活动和

搜寻工作机会等方面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少。
再次， 年龄对年长的家庭主事者选择地级市以上大城市居住的意愿有负向的显著影响。 相对于回

农村定居， 主事者年纪较大的家庭更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城市邻里关系较农村

邻里关系而言相对淡漠， 邻里缔结关系缺少血缘和亲缘支撑， 对老人情感交流和释放的需求难以满

足；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年长的家庭主事者在个人的故土情结和生活习惯上更愿意回到熟悉的地方。
最后， 家庭历史自评也显著影响着家庭的定居意愿。 在家庭自评中， 自认为在五年前的家庭历史

等级越高的家庭， 越倾向于在县城及以上城市居住。 我们认为， 对家庭历史等级自评越高的家庭， 对

未来的自信度越高。 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 城市生活的水平普遍比农村高。 自信度较高的

家庭更能从容应对家庭的迁居需要。 农民工家庭外出务工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情况， 同

时加上中国文化中 “衣锦还乡” 的朴素愿望使然， 因此家庭历史等级自评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对在城

市中定居持更积极的态度。

五、 结论与讨论

使用 ５７４ 个农民工家庭的数据对其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和返乡具体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 发现： 家

庭人口规模、 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历过拆迁 ３ 个变量与家庭返乡定居选择之间显著负相关， 而对家

庭未来评价则正向显著影响家庭返乡定居的选择。 进一步地， 对有返乡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定居地

选择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 与回户口所在地村居定居相比较， 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

定居； 这与费喜敏、 王成军的发现［７］相比， 更加准确地刻画出收入水平在农民工家庭定居决策中所

扮演的微妙角色， 家庭的经济因素对定居决策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其对定居地的选择有着非线性效

应。 同样， 与悦中山等的结论［１５］一致， 年长的农民工对融入大城市生活的心理准备不足， 在心理融

·５７·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合程度上较难实现突破， 文化融入阻力大， 主事者年龄越大的家庭， 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 而社会

资本越多和对家庭历史自评等级越高的农民工家庭， 则越期望在县城以上城市定居。 这表明， 社会资

本作为家庭重要的无形资产， 在农民工家庭的决策活动中起到非常特殊的作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城镇化具体实施方案要做到以人为本， 必须

以尊重城镇化对象的意愿为前提。 而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

体， 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将直接揭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以什么样的方向和

速度流动。 农民工家庭大部分拥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资本， 也学到了大城市的经营理念， 是县域经济

发展的潜在主力军， 如何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业宜居环境， 对其定居意愿进行分析研究和实施针对性引

导， 这对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 能否妥善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逐步

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 破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障

碍， 既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决心， 也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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